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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幸存者内疚是指经历灾难性事件后存活下来的个体，会因自己的幸存而感到内疚。幸存者内疚一般在创伤后

产生，个体的共情能力、归因和评价能力等个人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幸存者内疚会给个体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但也可能促进个体发展利他行为。某些针对 PTSD 的循证疗法能降低个体的幸存者内疚；新近的干预方法以

矫正歪曲的内疚认知为重点。未来研究可关注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开展跨文化研究，探索幸存者

内疚干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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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面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几乎所有民众都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心理冲击，尤其是直接暴露在疫情之下的一线医务人员，承受巨大的心理应激。

2020 年 3 月，一篇关于“发哨人”艾医生的专访报道引发网络热议。这篇报道中，多个“后悔”字

眼出现：“后悔”没有坚持发哨，“后悔”没有大声疾呼。在这背后，人们看到了她的自责和内疚。事实上，

这场灾难之后，不仅是医护人员，还有许多普通公众都可能会对逝去的人们产生内疚情绪，即幸存者内

疚（survivor g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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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幸存者内疚被认为是大屠杀幸存者、战争退伍军人、自然和人为灾难幸存者

等群体的一种普遍反应。已有研究对不同群体中的幸存者内疚进行了探索，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幸

存者内疚的关注还较少。因此，本文尝试对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干预方式，

进行系统的回顾，以期能为幸存者内疚的心理干预提供新的启发。

2  幸存者内疚的概念

幸存者内疚是一种与“他人遭遇不测，而自己幸存”这一情形有关的心理现象。1943 年，Stanley 

Cobb 和 Erich Lindemann 两位学者首次提出“幸存者内疚”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个体由于亲人来

访、他人提及死者或自己得到同情而引发的紧张、孤独或心理痛苦［2］。早期，研究者主要关注在战争、

大屠杀等灾难性事件中的幸存者所产生的内疚感；近年来，幸存者内疚这一概念在护理、医学及心理学

领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内疚被列为创伤后应激障

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状之一，被描述为一种持续的与创伤相关的负性情绪［3］。

幸存者内疚是一种独特的内疚。内疚是一种社会化的高级情感，有研究者认为，内疚是指个体

产生了危害别人的行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的良心上的反省，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一

种负性体验［4］；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做了某种违背道德的或伤害他人的事情，并应该为之负责时，就

会产生内疚这种不愉快的、自我聚焦的情绪反应［5］。在不同的研究中，它被概念化为一种应对策略、

一组认知，或作为哀伤组成部分的一种情绪。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即使个体并未做伤害

他人的事情，或其所做所为并没有违反社会道德，但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或认为自己与他

人所受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他们也会产生内疚情绪，即虚拟内疚（virtual guilt）［6］。幸存者内疚即

属于虚拟内疚的一种。

研究者在对幸存者内疚进行界定时，侧重点各有不同。早期弗洛伊德就注意到人们在他人去世后的

内疚感。他在对自己父亲的去世进行反思时，假定这类内疚感是普遍存在的，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谴

责的倾向，死亡总是留给幸存者的”［7］。有研究者扩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幸存者内疚是指个体在所爱

的人遭受的灾难中幸存下来后，伴随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惩罚的恐惧而产生的内疚感；它是一种情感

上的防御，是个体在面对死亡所带来的无力感和无助感时的一种正常反应［8］。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

关注灾难的背景下的幸存者内疚，并认为，它是指那些经历了灾难性或者伤害性事件（如战争、瘟疫、

地震等）后活下来的个体，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幸存而感到内疚。例如，有些幸存者对死去的人感到内疚，

“因为自己仍然活着”［9］。

不过，也有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种对幸存者内疚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因为在某些情境下，即使他

人并未死亡，个体也会出现幸存者内疚。例如，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具有某种遗传疾病的家族中，若个

体检测结果为阴性（即未遗传该疾病），而其他家庭成员却被检测为阳性时，个体也可能会体验到幸存

者内疚［10］。因此，在公共卫生事件下，若个体并未染病，而家人或朋友染上了疾病，都可能会诱发个

体的幸存者内疚。

尽管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群体不同，但总的来看，幸存者内疚是在创伤后出现的一种哀伤反应，是

个体对他人所遭受的不幸所产生的一种聚焦于自身的负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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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幸存者内疚的测量

目前可以采用自我报告法、结构化访谈法来对幸存者内疚进行测量；此外，还可借助较新的技术手段，

如脑成像技术等。

一般采用两种形式的自我报告法对幸存者内疚进行测量。一是直接使用幸存者内疚相关问卷，

例如，《人际内疚问卷》（Interpersonal Guilt Questionnaire）中的幸存者内疚子问卷（the Survivor Guilt 

subscale），其具体条目包括“我隐瞒或贬低自己的成功”“得到比身边的人更好的治疗时，我感到很不

舒服”“在社交场合谈论我的成就会让我感到不自在”等［11］。在具体使用此问卷时，可以根据所测量

的人群对问卷的指导语进行适当调整，例如，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幸存者，可以要求其选择对评

估“他们在疫情中幸存的内疚程度”的条目的认同程度（1= 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二是结合情

境 / 情节设定法来评估个体的幸存者内疚。由于内疚与个人的具体行为（或不作为）有关，它的表现需

要特定的情境，因此可以首先通过假定情境诱导被试的内疚情绪，让被试对此情境做出态度评定；或

通过给被试描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特定情节，并提供多个可供选择的答案，由被试选择或者分别进行

评分［12］。还可以要求被试先回忆亲身经历，再使用相关问卷评价内心情绪感受；该方法使得被试的情

绪更加真实、感受更为强烈，但缺点在于，不同的被试会根据自身情况回忆不同的亲身经历，这会导致

对最后的情绪评定造成干扰［5］。总之，在针对幸存者内疚进行测量时，需要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情

绪产生的前提条件等特殊因素对情节进行设定。

此外，可参考针对创伤后内疚开发的结构化临床访谈［13］。该访谈涉及到内疚的五大方面，包括五

个核心问题：（1）“你对你所做的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事情感到内疚吗？”；（2）“你对你没有做

的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事情感到内疚吗？”；（3）“你对你现在认为不真实的想法或信念感到内疚吗？”

（4）“你是否对自己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任何感受感到内疚？”（5）“你是否因为对（创伤事件）

的任何方面缺乏或没有某种感受感到内疚？”上述的每一个问题，若受访者回答“是”，访谈者会询问

以下问题：“能具体跟我谈谈这件事吗？”；“你还做了（或没做）哪些让你感到内疚的事？”；“你

还做了（或没做）其他什么事情吗？”研究者发现，这一访谈可以帮助人们找出创伤相关内疚的主要来源，

因此在临床上非常有用。因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了亲人、朋友染病、甚至

去世等巨大创伤，因此在对其幸存者内疚进行评估时，可借助这一访谈来了解其内疚的来源，从而更好

地理解其心理状态。

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可以利用脑成像技术“观察”个体大脑的活动，来探索幸存者内疚的认知

神经机制。已有研究者通过让被试阅读故事并想象自己处于内疚情境，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然后使用

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PET）来探究内疚情绪下脑神经的变化［14］；还有研究通过 fMRI 技术，揭示人们

对于内疚和羞耻情绪的神经机制［15］。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对幸存者内疚进行研究时，

脑电技术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不过，在对幸存者内疚进行测量时，还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首先，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群体不同，

导致不同研究中的测到的幸存者内疚的含义并不相同。其次，由于内疚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哀伤反应的一

部分，这就导致在进行测量时，内疚经常会与“悔恨”“后悔”等项目会出现重叠。因此，在对幸存者

内疚进行测量时，需要考虑具体的事件或场景，并选用不与其他变量相混淆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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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幸存者内疚的影响因素

目前对幸存者内疚的论述多停留在对其内涵、定义的探讨上，对其影响因素的关注还较为缺乏。总

的来看，幸存者内疚的产生与个人特征和外界相关因素有关。

4.1  幸存者的个人特征

幸存者内疚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现象，因此个人特征会显著影响它的出现。

共情能力强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疚［16］。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共情能力的个体通过他人的遭遇，

体验到被感染者或其家人的强烈悲伤，此时情绪就会作为一种动力，促使其去寻找他人痛苦的原因和动

机。若发现他人的痛苦是自己的真实行动造成的，或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社会道德，便会产生真实的内疚；

若对于自己的责任不确定，但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或朋友，那么个体就会进行指向自己的责任归因，从

而产生虚拟内疚，例如幸存者内疚［6］。因此，高共情的个体若将事情归因于自身，则可能产生强烈的

幸存者内疚；不过若其倾向于外归因，则其所体验到的内疚感就越少［17］。

个体对事件的评价也会直接影响到幸存者内疚。评价主要是指个体是否可以针对自己做过或未做过

的行为的适宜性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受害者的态度、旁观者的反应、以及个

体接受行为的标准等，其中个体接受的行为标准占主导地位［18］。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背景下，不

同的归因及评价风格都可能会导致个体产生幸存者内疚。有研究显示，当个体认为自己的生存是以牺牲

他人为代价时，幸存者会产生内疚；有些经治疗康复的患者可能会对未能就医的逝者感到内疚，因为他

们可能会认为是自己占用了医疗资源而导致他人死亡，这对他人不公平［19］。当个人觉得自己的错误导

致他人的痛苦或死亡，也会产生幸存者内疚；例如，未能救回病人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没能给家人提

供足够照护的个体，或是认为自己未能阻止疫情发展的公务人员，都可能会因为“我本应该可以怎样阻

止结果的发生”而感到内疚。

此外，幸存者的性别也是影响到幸存者内疚产生的调节变量之一。比如，在一项针对孩子被烧伤的

父母进行的研究中，母亲的内疚得分显著高于父亲，这表明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内疚［20］。因此，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当身边的人感染上疾病时，女性可能会更容易产生幸存者内疚。

4.2  外界相关因素

研究显示，他人的死亡类型及年龄可能会对个体的幸存者内疚产生影响。非自然死亡被认为是导致

强烈内疚感的一个风险因素，非自然死亡比自然死亡更容易导致他人产生高水平的内疚［21］。此外，死

者的年龄较小更容易导致他人的幸存者内疚，但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死于非自然原因［22］。

因此，当在疫情中逝去的个体是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且年纪较轻时，更容易唤起他人的幸存者内疚。

对于幸存者来说，失去深爱的或者有重要意义的人，是引发内疚的重要原因［23］。一般认为，幸存

者内疚大多发生在家庭成员、亲戚和至交之间。但也有研究对幸存者与遭受不幸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扩

展，例如：在灾难的背景下，重要他人可能只是分享了共同经历的人，而不仅仅是生活中非常了解的人［7］。

所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不仅是家人和好友的染病会诱发个体的幸存者内疚；即使是与个体同处一

室的病友的去世，都可能会诱发其幸存者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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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幸存者内疚通常在创伤背景下产生。当个体被反复暴露在创伤情境下时，更容易产生幸存者

内疚。当创伤性事件发生后，若媒体经常报道近期发生的大量悲剧事件，反复接触这些信息的幸存者，

也会感到内疚［7］。因此，在公共卫生事件之下，若媒体不断传播当下发生的的悲剧，可能会诱发更多

人产生幸存者内疚。

总之，当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幸存者内疚可能在许多种情况下都会出现。这可能意味着，幸存者内

疚比人们意识到的更为突出和普遍，其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5  幸存者内疚对个体的影响

幸存者内疚对个体的影响有消极也有积极。一方面是，创伤后的幸存者往往会形成幸存者的内疚行

为模式，如述情障碍、社交回避、易怒、自我贬低等，导致个体出现多种生理和心理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幸存者内疚的人际属性，它可能会增强个体的群体凝聚力，促使利他行为的发生。

5.1  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

首先，幸存者内疚在 PTSD 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显示，幸存者内疚在创伤后应激障

碍患者中非常普遍，以至于现在 DSM-5 将其视为 PTSD 的症状之一（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标准 D3：对创伤事件的原因或后果的认知扭曲，导致个体责备自己或他人）［24］。对于遭遇创伤

事件的个体来说，强烈的内疚情绪会阻止对事件的情绪性加工并可能会加剧和延长 PTSD 的症状；例如，

对于患有 PTSD 的越南老兵来说，创伤相关的内疚与疼痛恐惧相关，它在个体的 PTSD 程度与疼痛恐惧

间起中介作用［25］。

其次，幸存者内疚还可能导致个体抑郁症的发展。有研究者认为，幸存者内疚所导致的抑郁情绪本

质上是一种“基于利他的抑郁”（altruism-based depression），临床抑郁症患者可能对他人怀有一种非

理性的关怀，错误的认为自己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并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他人的痛苦［26］。在公共卫生

事件的背景下，幸存者内疚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并能通过激发侵入性反刍对抑郁起正向预测

作用［27］。此外，高水平的内疚与复杂性悲伤（complicated grief，CG）和抑郁关系密切，并在识别遭受

CG 困扰和抑郁的个体中起着重要作用［28］。内疚还是是重度抑郁的一种持续性的和波动性的特征，有研

究发现，过度内疚是一种可以将重度抑郁与无精神障碍或其他类别精神障碍区分开来的重要症状，应该

作为抑郁的一种参照标准［29］。

再次，幸存者内疚可能导致个体自伤和自杀的风险提高。个体的内疚与其对惩罚的期待相关，且内

疚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产生自我惩罚行为；后续的研究者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内疚是影响自我惩罚的

核心情绪，个体的内疚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自我惩罚，且个体的自我惩罚可以缓解内疚［30］。而自伤的

主要功能之一即为自我惩罚［31］。在一项研究中，书写了不道德行为的被试，愿意将双手放入冰水里更久，

以通过物理性的疼痛来减轻他们的内疚感；此外，相比将双手放入温水中（非自我惩罚），被试报告将

手放入冰水中能更有效降低其内疚感［32］。内疚还可能与基于情境的情绪困扰和自杀风险（即自杀意念）

更相关，研究显示，内疚是导致军人 / 老兵自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内疚与强烈的自杀意念相关，

且超出了抑郁和 PTSD 对自杀意念的影响［33］；因此，对遭受创伤的个体来说，对其幸存者内疚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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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提高对他们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临床干预的有效性。

最后，从长期来看，幸存者的内疚还会阻碍个体恢复健康生活。一方面，它可能会阻碍个体哀伤和

丧失的解决，或是对恐惧情绪的处理，这可能是因为幸存者在时间维度上产生了停滞（或被冻结），类

似于 PTSD 患者无法从对创伤事件中走出来［7］；另一方面，幸存者内疚会使一些人认为，自己对生活目

标的追求和成就，都可能导致他人因此而遭受痛苦，这可能会导致这些人抑制自己的成功［34］。

综上，幸存者内疚与多种精神障碍和创伤反应之间存在正相关，且和个体的身体健康受损也有关联。

不过，对幸存者内疚与其他的不适应性症状，如焦虑症、强迫症和厌食症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结果

还存在争议。

5.2  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随着对幸存者内疚认识的深入，有研究者提出，内疚是一种基于利他主义和对他人依恋需要的人际

情绪（interpersonal emotion），内疚通常伴随着人际关系修复行为（如：道歉，补偿等），具有促进群

体间积极相待的作用［35］，它并非只会产生消极影响，还可能会促使个体产生补偿等亲社会行为。

内疚最为一种由消极道德事件引起的负性情绪，是一种基于道德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当个体意识

到自身的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群体造成伤害时，内疚会驱使其去补偿自己对他人或群体造成的伤害；若

无法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个体也会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消除自己心中的内疚［5］。有研究者通过采用脑成

像技术探究内疚与补偿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个体在产生内疚后常有补偿行为，且补偿行为能降低

其内疚感［36］。幸存者内疚作为一种特殊的内疚类型，其并非针对真实的违规事件，所以产生的亲社

会行为相对更为自发、持续；且能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以缓解自身的内疚感［37］。例如，

灾难中的幸存者可能会要求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或尽力去关照受害者的家属

等，以通过这些行为来减缓自己的内疚感。这些补偿行为，不仅会降低个体的幸存者内疚，也会使其

人际关系得到修复。

综上，幸存者内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会产生消极影响，但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加强社会关系的因素，

对个体的人际关系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6  幸存者内疚的干预

虽然幸存者内疚具有积极作用，能促进幸存者产生亲社会行为；但是，对大部分幸存者来说，如果

没有适当治疗，幸存者内疚带来的痛苦可能会持续存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及时干预。目前，尽管已

经有一些针对幸存者内疚的干预措施，但是还缺乏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的干预方法。

6.1  针对 PTSD 的延长暴露疗法

由于幸存者内疚与 PTSD 关系密切，针对 PTSD 的治疗会减轻个体的幸存者内疚。研究显示，针对

PTSD 的循证疗法，如延长暴露疗法（Prolonged Exposure Therapy，PE），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处理创伤性

的内疚。

PE 的重要部分是对创伤记忆进行反复想象暴露，包括积极地回忆、讨论和情绪化地处理创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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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改变对创伤事件含义的解释，减少对记忆的情绪反应和创伤相关 PTSD 症状的触发因素。研究者

认为，对那些创伤涉及到内疚感的个体，针对其内疚感的讨论，有助于使其创伤相关的消极认知正常化；

当个体的创伤与内疚相关时，想象暴露和处理有助于个体整合先前被忽视的与创伤相关的信息，从而降

低其与创伤记忆相关的情绪强度；当个体的内疚不那么强烈后，个体能更仔细地检查相关记忆。通过这

种方式，使得个体和创伤记忆相关的信念变得更加灵活和开放［38］。

因此，在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可以考虑针对疫情相关的创伤情境采用延长暴露疗法，不仅可以降

低其幸存者内疚水平，还能帮助其有效处理创伤相关的心理障碍。不过，也有研究显示创伤相关内疚在

PTSD 治疗过程中并未发生变化。总的来看，这一疗法虽然已经被证明可以减轻幸存者内疚，但它们对

内疚的降低程度在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有必要寻找额外的治疗方案。

6.2  针对内疚认知的干预方法

由于认知因素在幸存者内疚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将内疚认知作为主要

干预焦点的治疗方法。Kubany 等人发现，在经历创伤相关内疚的个体中，存在四种类型的错误认知，分

别为：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如个体错误地相信自己能够预测疫情将会暴发）、缺乏正当理由（如

相信自己对病人采取的治疗行动缺乏正当的理由）、责任（如认为自己是造成家人染病或去世的唯一或

主要原因），以及错误行为（如认为没有警告所有人注意防范是自己故意做的错事或违背了重要的价值

观）［39］。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伤相关内疚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 for trauma-related guilt，CT-

TRG），通过矫正个体对事件的错误认知来缓解内疚。

CT-TRG 的目的是消除与创伤相关的内疚感。这一疗法认为，当当事人对自己在创伤事件（或一系

列创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公正的评价时，这个目标就会实现。因此，CT-TRG 涉及到相当多的

心理教育。治疗师会用大量时间教当事人何为后见之明偏差、责任和责备的区别、内疚的含义，以及如

何通过将内疚分解成各个部分来分析内疚。除此之外，治疗师还会向当事人教授创伤幸存者常见的思维

错误。治疗的重点并不在于消除不适应的、自动化的想法，而是集中在纠正导致其幸存者内疚的思维错误。

CT-TRG 还包括相当多的苏格拉底式提问以阻止不加批判的思考，并让当事人参与到对其在创伤中的角

色进行评估，最终让当事人正确认识到其在创伤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研究采用这一疗法对越战老兵进行

治疗，结果发现，被试的内疚、PTSD 和抑郁症状均显著减轻，自尊明显提升，且在 8 个月及 22 个月的

后续评估中，这些改善仍在维持［40］。

基于 Kubany 团队的工作，Norman 等人发展出创伤知情内疚减轻疗法（trauma informed guilt 

reduction，TrIGR）。TrIGR 包括四个模块：（1）关于创伤后痛苦中内疚的角色以及几种内疚类

型的的心理教育，即告诉当事人幸存者内疚的常见来源。（2）对后见之明偏差、责任、正当理由

和错误行为进行评估，并帮助当事人更完整、更准确地回忆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当事人就有可能

认识到“我要是知道这种疾病传染性这么强，我一定会坚持要求家人戴口罩，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3）帮助个体识别重要的价值观，无论是在创伤期间可能被违背的价值观，还是现在对个体重要

的价值观，如在家庭、工作等领域的价值观。（4）协同制定计划，使当事人够按照未来的重要价

值观生活。例如，对自己在创伤中的作用做一些补救措施，如为已故同事的家人做一些事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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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疗法分为四到七次实施，每次 90 分钟。研究者曾采用此方法对 10 名退伍军人进行干预，结果

发现，TrIGR 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并有可能降低创伤后的内疚严重程度及相关的痛苦，

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41］。不过，目前还较少有采用此方法对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

内疚进行治疗的研究。

此外，还可运用情绪调节策略减弱个体的幸存者内疚，包括认知重评中的距离感策略和重新理解策

略。其中距离感策略是指个体通过增加与情绪刺激的心理距离，改变对情绪刺激的理解，从而减弱自己

的情绪感受；例如，在回忆疫情中的创伤事件时，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描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从而减少

自己与事件的关联。重新理解策略是指通过直接改变对外部情绪刺激的理解，从而减弱或增强情绪。如

当个体认为是自己没有坚持要求家人与外界隔离，从而导致其感染时；个体可以告诉自己，即便为了维

持最基本的生存，家人也无法做到完全与外界隔离，从而减少其幸存者内疚。研究发现，这两种策略均

能有效降低个体的负性情绪，包括青少年和成人的内疚情绪［42］。

总的来看，由于相关干预研究还较为缺乏，所以如何明确地干预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还停

留在经验阶段。不过对于当事人的认知进行调整，是目前对幸存者内疚进行干预的重点，可在此基础上

寻找更有针对性的循证干预方法来减轻公共卫生事件下个体的幸存者内疚。

7  研究展望

尽管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对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整体来看，

针对性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为更好地帮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受幸存者内疚困扰的个体，可以考虑从如

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首先，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幸存者内疚开展研究。目前对幸存者内疚开展的研究多是在战争、

自然灾害、疾病等背景下开展，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的研究较少，导致难以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下的幸存者内疚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而在这一背景下，幸存的医务人员、病人、家属等

不同的群体，均可能体验到本质并不相同的幸存者内疚，因此，针对不同人群的具体情况开展研究，可

以更深刻地理解幸存者内疚在不同群体中的体现，从而对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其次，开展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幸存者内疚的跨文化研究。从本质上讲，内疚在东方文化中可能与

在西方文化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概念。西方存在基督教文化下的原罪概念，而在汉语中有超过 100 个词

来描述内疚和羞愧［43］。西方和东方国家不同的道德准则可能导致内疚的诱发因素有所不同，但是到目

前为止，绝大部分针对幸存者内疚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进行。因此，在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研究者

可以对幸存者内疚进行本土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人幸存者内疚特点的认识。

最后，开展幸存者内疚相关的机制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索幸存者内疚的影响因素，但

是这些因素如何导致个体幸存者内疚的产生，目前还缺乏可靠的证据；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研究结果，

内疚似乎一定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但是幸存者内疚是否与这些障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因此，目前虽然能了解幸存者内疚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对这些关联背后的机制均知之

甚少，未来需在公共卫生事件这一背景下，结合实验和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验证，以便更深入地揭示

幸存者内疚与其他变量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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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or Guilt in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nnotation, 
Influence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Guo Zihan1  Zhang Xinyu2

1. Chucai Honors Colleg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2.  Normal Colleg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The Survivor guilt is an unique guilt. 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s, The survivors during disasters 
with guilty emo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feelings of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events such as war or 
natural disasters. Some researchers suggests that Who have survived from the disasters often feel guilty. 
Survivor Guilt is a special form of guilt, so we can use common measurement of guilt to evaluate it. It 
mainly includes self-report, situational / episodic emotional measurement, brain imaging technology 
and so on. Generally the generation of guilt relates to two kinds of facto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Empathy, attribution and evaluation style will have a major influence on survivor 
guilt. Survivor guilt may bring many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individuals. Some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that post-traumatic survivors tend to develop the guilty behavior modes. Such as alexithymia, social 
avoidance, irritability, self-deprecation, etc, resulting in a variety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survivor guilt, it can improve the group 
cohesion and promote the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it will urge individuals to apologize, compensate 
and other prosocial behaviors. Although some non-specific interventions have been used, there is no 
specific intervention methods to alleviate survivor guilt. Evidence-based treatments for PTSD such as 
Prolonged Exposure Therapy (PE) can help individuals successfully process traumatic guilt, but not all 
studies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At present, cognitive therapy is the key point of our intervention, because 
cognitive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guilt. In general, there are a lack of targeted 
research on survivors guilt, we suggest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mprehensively: research on 
the survivors guilt in the public health even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survivors guilt; study the 
mechanism of survivors guilt.
Key words: Survivor guilt; Influence factors; Cognitive therapy;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